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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控制土壤风蚀及其产生的沙尘释放对京津地区大气环境的影响, 中国政府于21世纪初实施了具有重要

战略意义的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 通过植树种草、轮牧禁牧、土地利用优化等措施, 丰富了区内生物多样性, 提高

了区内植被盖度, 生态环境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基于野外调查、室内实验、遥感影像反演以及气象数据, 本文采

用《全国水土流失动态监测规划(2018~2022年)》和《区域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技术规定(试行)》中指定的土壤风

蚀模型, 计算了京津风沙源治理以来典型年份、土地利用变化和气候变化共计3种情形下土壤风蚀, 揭示了京津风

沙源土壤风蚀模数和强度的时空格局及其演化规律, 明确了土地利用变化、气候变化对京津风沙源土壤风蚀时空

格局的影响, 发现气候变化导致风蚀模数和面积的变率, 与当年对应的变率相当, 大于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 此外,
土地利用变化情形风蚀面积总体减少, 尤其是2010~2015年间减小了4.10%, 说明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发挥了重要

作用, 为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效益评估以及优化布局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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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风蚀是干旱、半干旱以及部分湿润区最重要

的生态环境问题[1], 中国北方风蚀区风蚀面积高达188
万km2[2], 由此产生的地表沙尘释放及其输移过程[3,4],
导致沙尘源区及其途经地区大气环境中可吸入颗粒物

浓度急剧增加[5,6], 甚至达到国家标准的54倍[7], 严重威

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 尤其是京津这样人口密集的地

区[8]. 因此, 土壤风蚀及其防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9].
21世纪初京津地区爆发的大范围沙尘暴、浮尘、

扬沙等风沙灾害, 促使中国政府启动了京津风沙源治

理工程. 经过20余年的治理, 京津风沙源植被盖度增

加[10~12]
、生物多样性好转[10]

、风沙灾害减少[8]
、社会

可持续发展能力逐渐增强[8]等方面得到共识, 但土壤风

蚀还存在很大争议[10,13,14]. 一是已有研究利用国外耕地

风蚀模型[15~18]估算京津风沙源区土壤风蚀[13,14], 但是

该区超过80%的面积并不是耕地, 那么耕地模型是否

适用于其他土地利用还有相当多的工作[19]. 即便是耕

地, 不同地区土壤机械组成[20]
、土壤水分、作物种植

类型以及耕作方式等的差异, 使得土壤风蚀存在明显

的差异, 意味着耕地模型存在明显的区域性[21], 其他非

耕地模型CEMSYS[22]、WEAM[23]也类似. 二是利用适

合中国北方风蚀区的耕地模型、灌草地模型、沙地

(漠)模型[2,24,25], 但是忽略了京津风沙源土壤含水率、

砾石覆盖度等的区域差异及其对临界起动风速和风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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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数的影响[10], 导致已有的研究不能真实地反映实际

情况.
为了准确估算京津风沙源土壤风蚀, 本文结合野

外实地调查、气象数据以及遥感影像等手段, 利用

《全国水土流失动态监测规划(2018~2022年)》《区域

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技术规定(试行)》中指定的风蚀模

型, 计算了典型年份、土地利用变化和气候变化情形

下京津风沙源土壤风蚀, 揭示京津风沙源土壤风蚀动

态变化, 为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宏观战略的调整与优

化提供决策依据.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概况

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区涉及北京市、天津市、内

蒙古自治区、河北省、陕西省、山西省的138个县

(市、区、旗)[26], 总面积为70.6×104 km2. 京津风沙源治

理工程涉及暖温带湿润区、温带半湿润区、温带半干

旱、干旱区, 年均气温和降水量分别为0.6~12°C、
95~595 mm, 主要土壤类型有石质土、黑钙土、栗钙

土、风沙土等. 为了叙述方便, 按照黄晓霞等人[26]的方

案将京津风沙源划分为科尔沁沙地、大兴安岭南部、

燕山丘陵、浑善达克沙地、典型草原、晋北山地丘

陵、毛乌素沙地、库布齐沙地、荒漠草原、河套平原

以及农牧交错带.

1.2 土壤风蚀模型

本文采用的土壤风蚀模型包括如下内容.
耕地风蚀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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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Q 1是耕地风蚀模数(t km−2 a−1), W是表土湿度

(%), Tj是第 j个风速等级的累计时间(min), Z0是地表粗

糙度, A是与耕作相关的修正系数, Uj是第 j个风速等级

(m/s); a1、b1、c1分别为−9.208、0.018和1.955.
草(灌)地风蚀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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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Q 2是草(灌)地风蚀模数(t km−2 a−1),V是植被盖度

(%), a2、b2、c2分别为2.487、−0.001和−54.947.

沙地(漠)风蚀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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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Q 3为沙地(漠)风蚀模数(t km−2 a−1), a3、b3、c3分
别为6.169、−0.074和−27.961.

为了研究京津风沙源风蚀时空格局及其演化, 本

文开展了以2000、2005、2010、2015年风蚀影响因子,
土地利用不变(2015年)但是其他因子发生变化, 以及土

地利用改变但是其他因子不变(2015年), 3种情形下土

壤风蚀计算. 在这一过程中, 首先, 收集了2000、
2005、2010和2015年的土地利用、整点风向风速、

AMSR-E亮温数据、MODIS NDVI以及野外调查数

据[19]. 其次, 按照国务院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土壤风蚀

普查的方法, 将土地利用归类为耕地、沙地(漠)、草

(灌)地和不可蚀地, 计算风力因子、表土湿度、植被盖

度、地表粗糙度以及砾石盖度[2]. 最后, 利用土壤风蚀

模型, 依次计算每半个月每个风速等级的风蚀模数, 累
加每半个月不同风速等级以及所有半月情形, 得到京

津风沙源土壤风蚀模数, 依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

准》(SL 190-2007), 确定土壤风蚀强度.

2 结果分析与讨论

2.1 京津风沙源风蚀时空格局

2.1.1 风蚀模数

2000、2005、2010、2015年京津风沙源风蚀模数

分别为2237.67、1524.95、1930.64和1822.97 t km−2 a−1

(图1), 对应的风蚀量为157933.51、107630.28、
136264.05、128664.17万t. 无论是风蚀模数, 还是风蚀

量, 都呈现出波动减小的趋势. 风蚀量从2000~2015年
减小了18.53%, 说明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10,14]. 其中, 2000~2005年风蚀量减小最为明显,
减小幅度为31.85%, 但是相对于2005年, 2010年风蚀量

增加了26.60%, 不过2015年相对于2010年, 风蚀量减小

了5.58%.随着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的推进[8],植被盖度

好转[12], 生物多样性逐渐丰富[27], 土地利用进一步调整

与优化[8],使得土壤风蚀降低[14].但是相对2005年, 2010
年风蚀大幅度增加, 说明风蚀不仅与人为活动有关, 还
与气候变化息息相关[10,13], 包括风速与作用时间[28,29]

、

降雨量及其空间的分异[30,31]导致植被盖度和表土湿度

等的变化[19,25]. 无论是大于临界起动风速的风速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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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和累计时间, 还是表土湿度和植被盖度, 2005年均小

于2010年. 其中, 大于临界起动风速的风速平均值和累

计时间, 导致2005年京津风沙源风蚀量小于2010年. 从
年 均 角 度 来 看 , 风 速 和 累 计 时 间 分 别 增 加 了

0.21 m/s、11.99 h. 风蚀发生的冬春季节差异更加明显,
譬如1、12月风速差为0.41、0.60 m/s, 累计时间差为

56.82、69.06 h. 上述差异导致的风蚀量差异占总差异

的74.48%. 2010年表土湿度和植被盖度大于2005年, 主
要是前者降雨量明显大于后者所致. 京津风沙源降雨

与风蚀的时间不同步, 土壤的渗透性使得表土湿度差

异主要体现在雨季, 风蚀主要发生的冬春季节大致相

当. 但是, 植被盖度还受前一年降雨量的影响[32]. 譬如,
2005年降雨量偏低, 导致2006年春天发生了大范围的

沙尘暴[33], 仅北京市就承受了14次沙尘天气, 2006年4
月17日晚上降尘量高达到30.4万t[34].

京津风沙源风蚀模数小于高尚玉等人[10]
、大于迟

文峰等人[13]的研究结果, 前者介于1477~3834 t km−2 a−1,
平均为2472.90 t km−2 a−1, 后者介于365~2087 t km−2 a−1,
平均为994.65 t km−2 a−1(图1). 可能的原因可以归纳为

研究范围、方法以及数据源的不同. 高尚玉等人[10]估

算的是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Ⅰ期, 而本文是Ⅱ期工程,
区别在于后者增加了毛乌素沙地、库布齐沙漠、河套

平原以及一定面积的荒漠草原[8], 使得下垫面状况、土

壤可蚀性、风力因子等发生深刻变化[19,25], 导致风蚀

模数不同. 迟文峰等人[13]采用修正风蚀模型(RWEQ),
高尚玉等人[10]和本文采用相同的风蚀模型, 只不过考

虑到表土湿度、砾石覆盖等因素在土壤风蚀过程中的

重要作用, 本文在风蚀模型中增加了表土湿度、砾石

覆盖两个影响因素, 使之更加符合土壤风蚀的实际情

况. 与此同时, 本文修订了粗糙度因子、完善了风力因

子. 相对于高尚玉等人[10]将粗糙度因子取值为0.5 cm,
本文利用大量的野外调查单元实际调查结果[2]对粗糙

度因子予以赋值, 平均值为0.06 cm. 相对于高尚玉等

人[10]仅仅使用京津风沙源内12个气象站的风速风向数

据[10], 本文使用了超过150个气象站的风速风向数据

(图S1), 仅京津风沙源内接近100个, 使得风力因子更

符合实际情况. RWEQ是基于美国西部大平原耕地风

蚀模型, 因模型因子存在因子交叉、构建基础存在一

些问题[21], 导致难以推广[19], 更不要说耕地面积不到

20%的京津风沙源. 虽然一些学者利用RWEQ估算了非

耕地风蚀[14], 但是同一区域相同时期不同学者的估算

结果相差数倍至数量级[13,35,36]. 一些学者的估算结果并

不是当年实际风蚀 [ 10 , 13 ] . 譬如迟文峰等人 [ 13 ]利用

1990、2000、2010、2015年土地利用估算了1990~
2015年京津风沙源风蚀[13], 高尚玉等人[10]使用2000年
的土地利用计算了2001~2010年的土壤风蚀模数[11]. 本

文的方法与国务院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采用的方法一

致, 估算结果与正镶白旗、定边县等野外观测、
137Cs

图 1 京津风沙源不同情形下风蚀模数和风蚀面积
Figure 1 Wind erosion modulus and area under different scenarios in the Beijing-Tianjin sandstorm 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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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结果[37~39]的平均误差为3.59%[2], 但是相同时期本

文估算结果是RWEQ的2.23~3.68倍,这意味着RWEQ严

重低估了京津风沙源土壤风蚀. 相对于高尚玉等人[10],
考虑了表土湿度、砾石覆盖对风蚀的抑制作用及其空

间差异, 对粗糙度进行了修订和对风力因子进行了完

善, 使得估算结果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这也是本文结果

小于高尚玉等人[10]估算结果的原因.
京津风沙源风蚀模数总体从西北向东南逐渐降低,

沙漠(地)高于周边地区, 随着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的推

进, 风蚀模数在空间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不过风蚀模

数最大的区域年际没有明显变化(图2), 各亚区风蚀模

数存在明显的不同. 荒漠草原风蚀模数最大, 是京津风

沙源的2 . 67~2 . 98倍 , 不过年际差异较大 , 介于

4265.44~6673.94 t km−2 a−1. 河套平原和浑善达克沙地

次之 , 风蚀模数与京津风沙源大致相当 , 平均为

1864.97、1799.48 t km−2 a−1. 其他亚区受气候因子、

土地利用的影响, 风蚀模数年际存在明显的不同, 不

过, Wald聚类分析将大兴安岭南部、典型草原、燕山

丘陵划为一类, 其余划为另一类, 它们的风蚀模数平均

为604.66、920.74 t km−2 a−1(图3). 总体来看, 上述4类
与风蚀模数空间分布一致(图2), 风蚀模数较大的类或

亚区分布在京津风沙源西北部, 其次是除科尔沁沙地

外的京津风沙源东部由北向南条带状分布, 最后是其

余亚区. 但是, 各亚区每年风蚀模数大小顺序呈现不一

致的情况(图3). 另外, 2000、2005、2010、2015年浑善

达克沙地、科尔沁沙地风蚀模数变化持续减小, 其他

亚区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和变化幅度(图3). 大兴安

岭南部、典型草原、晋北山地丘陵以2010年为界, 先

增后减. 荒漠草原、库布齐沙漠、毛乌素沙地、农牧

交错带, 相对于2000年, 2005年有所降低, 但之后持续

增长. 河套平原、燕山丘陵, 呈现明显的降低、增长、

降低的趋势. 此外, 相对于2000年, 2015年荒漠草原、

河套平原、浑善达克沙地、库布齐沙漠、科尔沁沙地

以及毛乌素沙地风蚀模数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低,
其中荒漠草原更是下降了20.11%, 不过晋北山地丘

陵、典型草原、燕山丘陵有微小的增长, 农牧交错带

和大兴安岭南部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说明京津风沙源

治理工程在不同亚区发挥的作用不同.
2.1.2 风蚀强度

2000、2005、2010、2015年京津风沙源风蚀面积

分别为43.61、38.58、46.45、42.52万km2, 风蚀面积的

变化趋势与风蚀模数基本一致(图1), 不过幅度较小. 从
2000~2005年, 风蚀面积减少了5.03万km2, 减少幅度为

11.53%. 但是相对于2005年, 2010年增加20.40%, 不过

2015年又减少了8.37%. 总体来看, 相对于2000年, 2015
年风蚀面积减少了约1.05万km2, 减少幅度近2.41%, 明

图 2 不同时期京津风沙源土壤风蚀模数和强度空间分布图. (a)~(d)分别为2000、2005、2010、2015年风蚀模数; (e)~(h)分别为2000、2005、
2010、2015年风蚀强度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wind erosion modulus and intensity in the Beijing-Tianjin sandstorm sources in different years. (a)–(d) represents wind
erosion modulus in 2000, 2005, 2010 and 2015, respectively; (e)–(h) represents wind erosion intensity in 2000, 2005, 2010 and 2015, respectively

论 文

241



显小于风蚀模数的减小幅度, 意味二者的变化并不同

步. 京津风沙源风蚀面积占比介于54.67%~65.81%之

间, 尽管轻度、中度侵蚀面积在风蚀面积中的占比分

别为79.00%、12.56%, 但是轻度侵蚀的平均风蚀模数

介于897.77~1009.68 t km−2 a−1(图2). 因此, 京津风沙源

土壤风蚀依然严重, 需要长期、持续地开展土壤风蚀

防治. 从不同时期不同强度侵蚀面积变化来看, 相对于

2000年, 2005年各强度风蚀面积均减少, 分别减少了

2.47%、50.27%、31.96%、9.61%、18.09%, 但2010年
相对于2005年又增加了16.99%、50.47%、45.42%、

27.87%、8.01%. 2015年相较于2010年, 除轻度和极强

烈侵蚀面积分别增加了22.69%、11.00%外, 中度、强

烈、剧烈侵蚀面积分别减小13.79%、50.45%、8.37%.
从监测期变化来看, 2015年相对于2000年, 轻度侵蚀面

积增加了1119.75 km2, 其他强度侵蚀面积出现不同程

度的减少. 其中, 中度、强烈、极强烈、剧烈侵蚀分别

减少了5567.5、1679.25、4051.56、340.31 km2, 对应

的变化幅度为8.19%、14.71%、42.73%、1.80%. 这说

明京津风沙源治理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京津风沙源西北部风蚀强度高, 风蚀面积和占比

大, 中部地区次之, 最后是东南部地区(图2). 剧烈侵蚀

集中分布在荒漠草原; 极强烈侵蚀主要分布在河套平

原西部, 荒漠草原、浑善达克沙地等零星分布; 强烈侵

蚀主要分布在库布齐沙漠、浑善达克沙地; 中度、轻

度侵蚀遍及整个京津风沙源. 从不同时期各亚区不同

强度风蚀面积变化来看, 2000~2005年荒漠草原风蚀总

面积下降了约0.12万km2, 其中中度侵蚀几乎全部转为

轻度侵蚀. 浑善达克沙地除强烈侵蚀面积略有增加外,
其他强度风蚀面积均有所减少, 减少面积约为0.46万
km2; 典型草原风蚀东移, 主要由微度侵蚀转为中度侵

蚀, 约为1.91万km2; 晋北山地丘陵约0.14万km2轻度侵

蚀转为中度侵蚀; 其余亚区所有强度的侵蚀面积均减

少. 2005~2010年, 晋北山地丘陵、燕山丘陵、库布齐

沙漠风蚀面积有所增加, 主要分布在前两者交界处和

后者的西部. 典型草原风蚀东移、毛乌素沙地北部风

蚀加剧, 除强烈侵蚀略有减少外, 其他强度风蚀面积均

增加. 河套平原、大兴安岭南部和农牧交错带轻度、

中度和极强烈侵蚀面积减少, 减少面积介于10.56~
887.13 km2, 其他强度风蚀面积增加. 荒漠草原和浑善

达克沙地剧烈侵蚀面积有所下降, 但中度、轻度侵蚀

面积分别增加了0.64、0.55万km2. 科尔沁沙地风蚀减

弱, 中度及以上的风蚀面积均减少. 2010~2015年农牧

交错带西南部、毛乌素沙地北部、库布齐沙漠东部和

河套平原风蚀明显加剧 , 风蚀面积增加了96.62~
9430.94 km2, 其余亚区减少了0.09~1.40万km2. 尽管风

蚀面积减小, 但风蚀强度的空间变化需要予以重视. 譬
如, 荒漠草原东部存在轻度、极强烈侵蚀分别转为中

度、剧烈侵蚀. 总体来看, 2000~2015年荒漠草原重点

风蚀区由西北和北部转变为西北和东北部; 典型草原

和农牧交错带分别向东和西移动, 风蚀面积增大; 4个
沙漠(地)风蚀面积有所减少. 京津风沙源风蚀面积的上

述变化, 受控于大于临界起动风速的风速平均值和累

计时间及其空间分布(图S2和S3).
京津风沙源风蚀空间分布决定了各亚区存在明显

的分异(图2). 荒漠草原风蚀面积最大, 其他依次是浑善

达克沙地、典型草原、毛乌素沙地、农牧交错带、河

套平原、燕山丘陵、库布齐沙漠、科尔沁沙地、晋北

山地丘陵以及大兴安岭南部, 对应风蚀面积为11.08、
6.40、6.06、4.28、4.21、2.16、2.03、1.84、1.76、
1.63、1.36万km2. 不同强度侵蚀呈现不同的特征. 轻度

侵蚀超过10%的亚区有荒漠草原、浑善达克沙地、典

型草原和毛乌素沙地 , 对应的比例为24 . 7 3%、

15.63%、16.21%、10.63%; 中度侵蚀超过10%的亚区

有农牧交错带、荒漠草原和毛乌素沙地, 对应的比例

为20.61%、16.33%、11.69%; 强烈侵蚀超过10%的亚

区有浑善达克沙地、典型草原、库布齐沙漠、河套平

图 3 不同时期京津风沙源各亚区风蚀模数和面积
Figure 3 Wind erosion modulus and area of each subregion in the
Beijing-Tianjin sandstorm sources in different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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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农牧交错带, 对应的比例为29.03%、14.16%、

14.00%、11.13%、12.03%; 极强烈侵蚀主要分布在荒

漠草原、浑善达克沙地, 分别占34.88%、30.46%; 剧

烈侵蚀的84.38%分布在荒漠草原. 从风蚀面积占比来

看, 荒漠草原最大, 其他依次是浑善达克沙地、河套平

原、典型草原、农牧交错带、库布齐沙漠、毛乌素沙

地、科尔沁沙地、晋北山地丘陵、大兴安岭南部以及

燕山丘陵 , 分别为94.34%、86.11%、66.20%、

62.99%、58.80%、53.47%、50.14%、49.33%、

42.51%、31.97%、26.12%.
综上所述, 荒漠草原是风蚀面积最大的亚区(图3,

4), 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10], 而且风蚀面积占比相当,
这是因为前人研究中荒漠草原及其风蚀面积分别为本

文的54.68%、54.58%. 不过荒漠草原轻度、中度侵蚀

分别减少13.02、3.60%, 但由于本文研究范围的扩大

(主要是西部), 极强烈和剧烈侵蚀增加, 分别占京津风

沙源极强烈和剧烈侵蚀总面积的34.88%和84.38%, 这

与风力因子较强(图S2)、土地利用单一[40]
、植被盖度

低[41]
、表土湿度低[42]有关. 高尚玉等人[10]认为, 浑善达

克沙地、科尔沁沙地是京津风沙源土壤风蚀的主体,
本文和其他学者[13,14,43,44]支持前者, 但不支持后者, 主

要是因为高尚玉等人 [ 1 0 ]的风蚀模数分别是本文的

5.42、4.63倍, 导致浑善达克沙地、科尔沁沙地风蚀总

面积的占比分别从95.92%、92.36%变化到14.95%、

4.11%. 需要说明的是, 浑善达克沙地风蚀模数持续下

降, 并不意味着风蚀面积也有类似的变化, 不过风蚀强

度向较低等级转化(图3). 再次是典型草原、农牧交错

带及毛乌素沙地 , 风蚀面积分别为 6 0 6 2 8 . 3 9、
42104.03、42778.13 km2, 总体上以轻度侵蚀为主, 尽

管零星分布其他强度侵蚀. 考虑到京津风沙源治理工

程Ⅰ期不包括毛乌素沙地以及Ⅰ、Ⅱ期中农牧交错带

范围不一致, 本文仅对比分析范围一致的典型草原. 高
尚玉等人[10]研究当中的风蚀面积(9.01万km2)是本文的

1 . 5 0倍 , 但是以轻度侵蚀为主 , 且风蚀模数

(703.00 t km−2 a−1)略低于本文, 可能是京津风沙源治理

和土壤风蚀因子完善及其空间变化所致. 2000~2015年
3个亚区风蚀面积变化明显不同. 典型草原大幅度增加,
增幅达到118.01%; 农牧交错带波动增长, 变幅介于

−18.87%~14.19%. 毛乌素沙地波动减少, 2005年最低,
之后小幅度增长,相对于2000年, 2015年减少了35.73%.
最后是大兴安岭南部、燕山丘陵、晋北山地丘陵、河

套平原与库布齐沙漠,风蚀面积约为20000 km2,约占全

区风蚀总面积的21.05%. 考虑到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I
期不包括河套平原与库布齐沙漠以及Ⅰ、Ⅱ期中晋北

山地丘陵范围不一致, 本文仅对比分析范围一致的前

两个亚区. 它们的风蚀面积[10]大于本文, 主要体现在轻

度侵蚀分别是本文的2.99、1.82倍, 造成上述变化的原

因是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使得轻度侵蚀转变为微度侵

蚀. 相对于2000年, 2015年5个亚区风蚀面积均减少, 减
少幅度从大到小依次为燕山丘陵、晋北山地丘陵、库

布齐沙漠、河套平原、大兴安岭南部, 对应的减幅为

13.23%、10.25%、6.76%、5.47%、2.62%. 从风蚀面

积在2000、2005、2010、2015年的变化来看, 河套平

原和库布齐沙漠先减小后增加, 其他亚区先增加后减

小, 对应的最低/高值出现在2005/2010年.

2.2 土地利用变化对京津风沙源风蚀时空格局的
影响

土地利用及其变化是土壤风蚀的重要原因, 京津

风沙源治理使得土地利用发生深刻的变化[45]. 因此, 评
估土地利用变化对风蚀的影响有助于为京津风沙源综

合治理规划、决策提供依据. 2000、2005、2010、
2015年风力因子、植被盖度、表土湿度不变但是土地

利用变化以及由此导致地表粗糙度改变情形下京津风

沙源风蚀模数分别为1827.02、1849.82、1817.13、
1822.97 t km−2 a−1(图1), 整体上呈现先增大后减小再增

大的趋势, 但是幅度不大, 2000~2015、2005~2015、
2010~2015年风蚀模数变化分别为4.05、26.86、

图 4 京津风沙源各亚区风蚀强度面积
Figure 4 The area of different wind erosion intensity of each
subregion in the Beijing-Tianjin sandstorm 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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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4 t km−2 a−1. 与之对应的2000、2005、2010、2015
年风蚀面积分别为44.44、44.25、44.38、42.56万km2

(图1 ) , 整体上呈现先减小后增加再减小的趋势 ,
2000~2015、2005~2015、2010~2015年风蚀面积变化

分别为1.88、1.69、1.81万km2. 无论是风蚀模数, 还是

风蚀面积, 变率均小于5%, 远低于风蚀模数变化大于

0.1 t km−2 a−1的面积和变率(图5, 表1). 2000~2015、
2005~2015、2010~2015年风蚀模数增加的面积分别为

6.56、5.61、6.83万km2, 减小的面积分别为8.01、
7.82、7.47万km2, 意味着风蚀模数变化的面积占京津

风沙源国土面积的20.64%、19.02%、20.26%. 这说明直接

利用风蚀平均模数/风蚀面积, 将严重低估土壤风蚀的

实际变化. 不存在风蚀模数变化大于15000 t km−2 a−1

的情形, 其他情形(0.1~200、200~ 2500、2500~5000、
5000~8000、8000~15000t km−2 a−1)占变化总面积的比

例分别为16.87%、70.28%、12.33%、0.48%、0.03%
(表1). 此外, 2000~2015、2005~2015、2010~2015年风

蚀模数净减小的面积为1.45、2.21、0.64万km2, 这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治理的效果.
土地利用变化对京津风沙源土壤风蚀影响在不同

时期存在明显空间分异(图5). 相对于2000年, 土地利用

变化导致2015年一些区域风蚀加强/减弱, 但是不发生

变化的区域约占80%, 而且风蚀加强和减弱区域呈现

南多北少且交错分布, 这与区域性的土地利用、治理

工程措施相关[46]. 对于气候条件相对较好的南部地区

主要以退耕还林为主, 辅以小流域治理、天然林保

护[47], 使得植被快速恢复, 风蚀减弱的面积增大[45]. 随

着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垦了大量的土地用于大规

模现代化农业生产(图S4), 导致风蚀加剧的面积增加.
相对而言, 北部地区主要是禁牧轮牧、圈养为主, 辅以

人工打草、植被封育, 降雨少、气温低等使得植被恢

复速度慢[45]. 此外, 风蚀减弱的区域面积小, 相对分散,
涉及科尔沁沙地、大兴安岭南部、农牧交错带、晋北

山地丘陵、河套平原、毛乌素沙地; 风蚀加剧的区域

图 5 土地利用和气候变化下京津风沙源风蚀模数变化空间分布. (a)~(c)分别为2000和2015、2005和2015、2010和2015年土地利用变化下风

蚀模数变化; (d)~(f)分别为2000和2015、2005和2015、2010和2015年气候变化下风蚀模数变化
Figure 5 Distributions of the variations of wind erosion modulus under land-use and climate change scenarios in the Beijing-Tianjin sandstorm
sources. (a)–(c) represents the variations of wind erosion modulus due to land-use change between 2000 and 2015, 2005 and 2015, and 2010 and 2015,
respectively; (d)–(f) represents the variations of wind erosion modulus due to climate change between 2000 and 2015, 2005 and 2015, and 2010 and
2015,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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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包括分布相对集中的燕山丘陵亚区.
土地利用变化对京津风沙源土壤风蚀的影响在各

个亚区呈现明显的分异. 首先, 库布齐沙漠、浑善达克

沙地、荒漠草原、典型草原风蚀模数变化的面积占比

低于京津风沙源平均占比, 对应的值分别为10.83%、

8.76%、7.45%、5.56%(图6), 其他亚区(晋北山地丘

陵、科尔沁沙地、农牧交错带、河套平原、大兴安岭

南部、燕山丘陵、毛乌素沙地 )分别为44 .30%、

40.51%、34.47%、34.45%、28.81%、24.17%、

21.46%(图6). 其次, 不同时期不同亚区风蚀模数变化存

在明显的差异(图7). 相对于2000年, 2015年风蚀模数变

化的面积从大到小依次为农牧交错带、燕山丘陵、毛

乌素沙地、晋北山地丘陵、科尔沁沙地、大兴安岭南

部、河套平原、荒漠草原、浑善达克沙地、典型草

原、库布齐沙漠, 对应的面积为2.54、2.00、1.95、

1.74、1.46、1.26、1.13、0.89、0.68、0.55、0.38万
km2. 尽管风蚀加剧或减弱情形与风蚀模数变化面积的

大小顺序多数一致, 但是风蚀加剧情形的河套平原和

大兴安岭南部、浑善达克沙地和荒漠草原, 以及风蚀

减弱情形的毛乌素沙地和燕山丘陵、荒漠草原和河套

平原的顺序互换, 风蚀加剧情形对应的面积依次为

1.18、0.94、0.89、0.86、0.61、0.61、0.52、0.30、
0.25、0.25、0.15万km2, 风蚀减弱情形对应的面积依

次为1.35、1.07、1.05、0.88、0.85、0.74、0.64、
0.53、0.38、0.30、0.23万km2. 再次, 无论是风蚀加剧,
还是减弱, 只有荒漠草原亚区风蚀加剧情形低于95%,
其他情形模数变化面积的99%介于0.1~5000 t km−2 a−1.
最后, 相对于2000~2015年, 2005~2015年土壤风蚀加

剧、减弱的面积分别减少了14.43%、2.46%. 不过风蚀

加剧面积较大的4个亚区均是农牧交错带、燕山丘

表 1 土地利用和气候变化情形下京津风沙源不同时期风蚀模数变化幅度占比a)

Table 1 The proportion of change ranges for wind erosion modulus under land-use and climate change scenarios in the Beijing-Tianjin sandstorm
sources in different years

模数变化
(t km−2 a−1)

2000~2015年 2005~2015年 2010~2015年 均值

土地利用变化
情形(%)

气候变化
情形(%)

土地利用变化
情形(%)

气候变化
情形(%)

土地利用变化
情形(%)

气候变化
情形(%)

土地利用变化
情形(%)

气候变化
情形(%)

0.1~200 16.51 48.93 17.22 60.21 16.90 51.75 16.87 53.63

200~2500 70.98 45.66 67.68 35.89 71.97 43.35 70.21 41.63

2500~5000 11.99 2.31 14.47 2.52 10.65 2.76 12.37 2.53

5000~8000 0.47 0.98 0.57 0.88 0.43 1.13 0.49 1.00

8000~15000 0.04 1.32 0.04 0.39 0.03 0.77 0.03 0.83

>15000 0.00 0.78 0.00 0.10 0.00 0.23 0.00 0.37

a) 风蚀模数变化小于0.1 t km−2 a−1视为没有变化

图 6 京津风沙源各亚区风蚀模数变化的面积占对应亚区总面积的比例
Figure 6 The ratio of the area of the wind erosion modulus change to the total area of the corresponding subregion in the Beijing-Tianjin sandstorm
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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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晋北山地丘陵、毛乌素沙地, 加剧面积之和为

3.32万km2, 占京津风沙源加剧面积的59.11%; 科尔沁沙

地、河套平原、大兴安岭南部平均面积为0.48万km2;
其余亚区介于0.14~0.25万km2. 风蚀加剧面积较大亚区

和科尔沁沙地是风蚀减弱面积较大的亚区, 减弱面积

之和为5.07万km2, 占京津风沙源减弱面积的64.81%,
其余亚区介于0.21~0.74万km2. 由此可见, 农牧交错

带、科尔沁沙地、大兴安岭南部, 既是风蚀加剧面积

减少, 又是风蚀减弱面积增加的区域, 但是加剧情形的

变化幅度大于减弱情形, 依次介于12.90%~18.00%、

0.85%~2.41%; 其余亚区风蚀加剧、减弱的面积都减

少, 减幅分别为6.92%~18.49%、1.73%~8.35%. 相对于

2000~2015年, 2010~2015年风蚀加剧的面积增加了

4.21%、减弱的面积减少了6.83%. 除了加剧情形的晋

北山地丘陵和毛乌素沙地、河套平原和科尔沁沙地、

典型草原和荒漠草原, 以及减弱情形的燕山丘陵和毛

乌素沙地、荒漠草原和大兴安岭南部顺序互换外, 其

他顺序没有变化, 这意味着加剧/减少面积较大的亚区

也没有改变. 风蚀加剧面积较大的4个亚区和减弱面积

较大的3个亚区面积之和分别为3.98、3.10万km2, 占加

剧/减弱总面积的58.27%、41.46%, 面积相对较小的3
个亚区的平均值分别为0.18、0.30万km2, 其他亚区面

积平均为0.58、0.70万km2. 由此可见, 浑善达克沙地、

毛乌素沙地加剧、减弱面积均减少, 对应的减幅分别

为1.59%和4.27%、0.28%和15.48%; 荒漠草原和库布

齐沙漠加剧面积分别减少35.63%、8.80%, 减弱面积分

别增加11.82%、9.14%, 其余亚区加剧面积增幅介于

1.51%~19.17%、减弱面积减幅介于2.08%~13.91%.

图 7 土地利用和气候变化导致京津风沙源各亚区风蚀模数不同程度变化的面积. (a)~(c)分别为2000和2015年风蚀模数减小、增大和不变3种
情形下各亚区的面积; (d)~(f)分别为2005和2015年风蚀模数减小、增大和不变3种情形下各亚区的面积; (g)~(i)分别为2010和2015年风蚀模数减

小、增大和不变3种情形下各亚区的面积
Figure 7 The area of different variations of wind erosion modulus in each subregion in the Beijing-Tianjin sandstorm sources due to land-use change
and climate change. (a)–(c) represents the area of the decreasing, increasing and no variation of wind erosion modulus in each subregion between 2000
and 2015, respectively; (d)–(f) represents the area of the decreasing, increasing and no variation of wind erosion modulus in each subregion between
2005 and 2015, respectively; (g)–(i) represents the area of the decreasing, increasing and no variation of wind erosion modulus in each subregion
between 2010 and 2015,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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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风蚀加剧/减弱的程度变化来看(图7, 表S1),
2005~2015年均呈现先增加后减小的趋势, 拐点分别为

−2500~−200、200~2500 t km−2 a−1. 相对于2000~2015
年, 2005~2015年不同程度加剧/减弱面积有所不同. 对

于加剧情形, 模数变化介于−5000~−0.1 t km−2 a−1的面

积减少、其余增加; 对于减弱情形, 仅模数变化在

200~2500 t km−2 a−1的面积减少、其余增加. 另一方面,
各个亚区风蚀加剧/减弱不同程度的面积、幅度呈现不

同 的 特 征 . 这 里 不 讨 论 风 蚀 模 数 变 化 大 于

5000 t km−2 a−1的情形, 因为多数亚区的面积很小(表
S1). 对于加剧情形, 库布齐沙漠和晋北山地丘陵风蚀

模数变化介于−200~−0.1 t km−2 a−1面积增加、介于

−5000~−200 t km−2 a−1面积减少, 其余亚区均减小; 河

套平原、科尔沁沙地减幅先增大后减小, 燕山丘陵刚

好相反, 其他亚区减幅随程度的增大而减小. 对于减弱

情形, 荒漠草原不同程度风蚀面积均减少, 减幅最大值

介于200~2500 t km−2 a−1; 库布齐沙漠、典型草原风蚀

模数变化介于0.1~2500 t km−2 a−1面积减少, 2500~
2500 t km−2 a−1面积增加; 其余亚区均先减小后增加(表
S1). 2010~2015年不同程度风蚀加剧/减弱的面积变化

趋势和拐点与2005~2015年相同. 相对于2000~2015年,
2010~2015年加剧情形下模数变化介于−2500~−0.1、
−8000~−2500 t km−2 a−1面积分别增加、减小; 减弱情

形下风蚀模数变化介于0.1~8000、8000~15000 t km−2 a−1

面积减小、增加. 模数变化介于−5000~0 t km−2 a−1的

加剧情形下, 库布齐沙漠面积均减少、减幅一直降低,
科尔沁沙地面积增大但是增幅先增后减, 最大增幅为

16.52%. 河套平原、农牧交错带、大兴安岭南部风蚀

模数变化介于−2500~−200、−200~−0.1 t km−2 a−1面

积增加, 介于−5000~−2500 t km−2 a−1面积减小. 晋北山

地丘陵风蚀模数变化介于−5000~−2500、−2500~
−200、−200~−0.1 t km−2 a−1面积依次减少1.17%、增

加10.20%、减少11.40%. 其余亚区风蚀模数变化介于

−200~−0.1、−5000~−200 t km−2 a−1面积增加、减少,
变幅介于5.92%~20.37%、0.47%~40.63%. 模数变化介

于0~5000 t km−2 a−1的减弱情形下, 荒漠草原、库布齐

沙漠风蚀模数变化介于0.1~200 t km−2 a−1面积减少

3.67%, 介于200~2500 t km−2 a−1增加12.12%, 但是在

2500~5000 t km−2 a−1范围内前者面积增加35.28%, 后

者面积减小21.23%. 其余亚区在不同程度变化下的面

积均减小, 但是减幅不同; 典型草原、毛乌素沙地减幅

随程度增大而增大, 燕山丘陵先增大后减小, 其他亚区

相反, 拐点为200~2500 t km−2 a−1.

2.3 气候变化对京津风沙源土壤风蚀时空格局的
影响

气候变化对京津风沙源土壤风蚀的影响体现在风

速、降雨. 风速大小、不同风速累计时间及其在空间

的变化(图S2和S3)是区域风力侵蚀因子[21]. 降雨量及

其在空间的变化影响表层土壤含水量[19]
、团聚体[48]

、

结皮和植被盖度以及根系密度等[48,49]. 因此, 气候变化

导致风蚀动力学理论的三大因子(风蚀侵蚀因子、表

土抗蚀因子、地表粗糙因子)均发生改变[19,21], 定量评

估气候变化对土壤风蚀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土地利

用变化不变, 但是风力因子、植被盖度、表土湿度改

变情形下, 2000、2005、2010、2015年京津风沙源风

蚀模数分别为 2 2 3 9 . 2 1、 1 5 0 5 . 3 4、 1 9 4 2 . 8 0、
1822.97 t km−2 a−1(图1), 由此导致2000~2015、
2005~2015、2010~2015年风蚀模数变化分别为

416.25、−317.62、119.84 t km−2 a−1. 与风蚀模数对应

的土壤风蚀面积分别为41.55、37.12、44.72、42.56万
km2(图1), 2000~2015、2005~2015、2010~2015年土壤

风蚀面积分别变化了−1.01、−5.44、2.16万km2. 从土

壤风蚀模数和面积变化的变率来看, 前者大于后者, 分
别介于−17.42%~22.83%、−12.70%~5.18%. 但是

2000~2015、2005~2015、2010~2015年土壤风蚀模数

变化大于0.1 t km−2 a−1的面积分别为65.92、65.89、
65.89万km2, 风蚀模数增加的面积分别为31.04、
45.35、29.77万km2, 风蚀模数减小的面积分别为

34.89、20.54、36.13万km2. 这意味着无论是风蚀模数,
还是风蚀面积, 均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气候变化导致

的风蚀的真正变化. 风蚀模数变化的面积占京津风沙

源国土面积的比例超过93%, 而且随着风蚀模数变化

的增大, 对应的面积占比减少(表1). 譬如, 风蚀模数变

化介于 0 . 1 ~ 2 0 0、 2 0 0 ~ 2 5 0 0、 2 5 0 0 ~ 5 0 0 0、
5000~8000、8000~15000以及大于15000 t km−2 a−1的

面积占变化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为53.63%、41.63%、

2.53%、1.00%、0.83%、0.37%(表1).
气候变化对土壤风蚀的影响在不同时期存在明显

的空间分异(图5). 2000~2015年风蚀没有变化的区域集

中在荒漠草原和河套平原, 风蚀减弱区为京津风沙源

西部、浑善达克沙地和科尔沁沙地, 其他区域总体上

风蚀有所增强 (图 5 ) . 相对于 2 0 0 0 ~ 2 0 1 5年 ,
2005~2015、2010~2015年风蚀减弱和加剧的区域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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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深刻的变化. 其中, 2005~2015年风蚀减弱区明显减

少, 集中分布在除库布齐沙漠以外的3个沙漠(地), 风蚀

加剧区面积明显增多(图5). 2010~2015年风蚀减弱区集

中在京津风沙源西部、南部和东北部, 西部4个亚区、

科尔沁沙地和浑善达克沙地存在风蚀减弱区转化为加

剧区以及风蚀减弱程度降低的情形, 风蚀加剧区主要

分布在京津风沙源北部和中部, 如典型草原东部以及

燕山丘陵和晋北山地丘陵的交界处存在加剧区转化为

减弱区的情形(图5). 相对于2005~2015年, 2010~2015年
风蚀减弱区明显增加, 集中在京津风沙源西部4个亚

区、典型草原区东部以及燕山丘陵和晋北山地丘陵的

交界处, 且浑善达克沙地、科尔沁沙地整体上风蚀减

弱程度有所降低, 但是浑善达克沙地西部减弱、东部

加剧(图5). 纵观2000~2015、2005~2015、2010~2015
年风蚀减弱、加剧的上述变化, 2005年风蚀最弱, 这与

迟文峰等人[13]的研究结果在趋势上一致. 另一方面, 京
津风沙源部分区域风蚀持续好转或恶化或没有发生变

化. 好转区域主要是毛乌素沙地南部(图5), 这与该区降

雨量增多[50]以及防沙治沙工程的快速推进[44]使得植被

快速恢复密切相关[50]; 恶化区域主要是荒漠草原东北

部、典型草原北部(图5), 需要在后续京津风沙源治理

中予以重点关注; 没有发生变化的区域主要是荒漠草

原西南部、河套平原北部(图5).
气候变化对风蚀的影响在各个亚区存在明显的分

异(图6). 除了燕山丘陵、荒漠草原、晋北山地丘陵、

河套平原外, 其他亚区风蚀模数变化的面积占各自国

土面积的比例均超过京津风沙源. 相对于2000年, 2015
年典型草原风蚀加剧面积最大 , 占加剧总面积的

24.40%, 最小的5个亚区有河套平原和4个沙漠(地), 累

计仅占16.76%. 不过毛乌素沙地、浑善达克沙地和荒

漠草原是风蚀减弱面积最大的3个亚区, 累计占减弱总

面积的56.89%, 最小的是晋北山地丘陵, 仅占1.71%(图
7). 无论是风蚀加剧还是减弱, 多数亚区风蚀模数变化

介于0.1~2500 t km−2 a−1的面积占变化总面积的比例超

过95%,两种情形下的荒漠草原和减弱情形下的浑善达

克沙地、河套平原、库布齐沙漠除外. 其中, 荒漠草原

加剧 /减弱模数变化幅度介于2500~5000、5000~
8000、8000~15000、大于15000 t km−2 a−1面积占它们

总面积的比例依次为30.44%、26.83%、26.60%、

16.13%, 12.85%、13.78%、43.76%、29.61%. 此外, 上
述减弱的4个亚区风蚀模数变化大于2500 t km−2 a−1的

面积占它们总面积的比例为62 .24%、21 .88%、

11.67%、4.20%, 而且荒漠草原占大于15000 t km−2 a−1

面积的93.56%、风蚀模数变化随强度增加先增大后减

小, 但是3个亚区急剧减小. 相对于2000~2015年风蚀加

剧和减弱的面积31.03、34.89万km2, 2005~2015年前者

增加了46.15%、后者减少了41.14%. 其中, 风蚀加剧面

积较大的4个亚区一致, 分别是燕山丘陵、农牧交错

带、毛乌素沙地、库布齐沙漠, 不过增加了37.35%, 达
到28.13万km2, 而4个沙漠(地)累计仅为19.58%, 科尔沁

沙地更是小于1.00%. 风蚀减弱面积较大的4个亚区是

浑善达克沙地、科尔沁沙地、毛乌素沙地和典型草原,
累计占风蚀减弱总面积的75.43%, 但是4个沙漠(地)高
达62.42%, 尽管库布齐沙漠仅占0.41%. 另一方面, 多

数亚区风蚀加剧面积增加17.73%~243.45%、减弱面积

减少10.06%~95.41%, 增幅超过100%的亚区分布在京

津风沙源西部; 但是, 科尔沁沙地、典型草原和晋北山

地丘陵风蚀加剧面积减少、减弱面积增加, 不过科尔

沁沙地减幅、增幅分别为33.00%、8.00%, 非沙漠亚区

分别为9.00%、41.00%. 相对于2005~2015年, 2010~
2015年风蚀加剧面积减少了34.37%、减弱面积增加了

75.91%; 不过相对于2000~2015年, 2010~2015年风蚀加

剧面积减少了4.08%、减弱面积增加了3.54%. 风蚀加

剧面积较大的4个亚区累计面积占所有风蚀加剧面积

的比例为56.85%, 包括荒漠草原、农牧交错带、典型

草原, 此外燕山丘陵转变为毛乌素沙地. 风蚀减弱也有

类似特征, 除了科尔沁沙地、农牧交错带转变为燕山

丘陵、典型草原外, 毛乌素沙地、荒漠草原、浑善达

克沙地没有发生变化. 风蚀加剧和减弱的其余亚区平

均占比介于4.82%~9.08%、3.09%~6.40%. 另一方面,
大兴安岭南部、燕山丘陵、典型草原、晋北山地丘陵

风蚀加剧面积减少29.95%~58.47%、减弱面积增加

45.34%~253.23%. 其他亚区风蚀加剧面积增加11.16%~
221.35%、减弱面积减少14.01%~39.17%, 其中浑善达

克沙地、毛乌素沙地风蚀加剧面积更是超过200%. 相

对于2000~2015年, 2005~2015年不同程度风蚀加剧的

面积均增大、减弱的面积均减少, 而且随着程度增大,
它们呈现迅速减少的趋势, 不过风蚀加剧/减弱的面积

变化幅度呈现不同的特征(图7, 表S2). 前者先减小后

增大再减小, 对应的拐点为−2500~−200、−8000~
−5000 t km−2 a−1, 后者持续增大. 但是, 每一个亚区不

同程度风蚀加剧/减弱的面积及其变化幅度呈现不同的

特征 , 这里不讨论风蚀模数变化大于2500或小于

−2500 t km−2 a−1情形, 因为多数亚区在此范围内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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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积很小(表S2). 对于风蚀加剧情形, 典型草原、大

兴安岭南部和晋北山地丘陵风蚀模数变化介于−200~
−0.1的面积增大、介于−2500~−200 t km−2 a−1的面积

减小, 科尔沁沙地均减小, 其他亚区均增加, 不过变化

幅度存在明显的区别. 浑善达克沙地、燕山丘陵变化

幅度持续减小, 荒漠草原先减小后增大再减小, 对应的

拐点分别是−2500~−200、−5000~−2500 t km−2 a−1, 剩余

的亚区随程度的增大而增大. 对于风蚀减弱的情形, 科
尔沁沙地、浑善达克沙地不同风蚀模数变化程度所对

应的面积增减与典型草原等加剧情形一致; 典型草

原、晋北山地丘陵的面积在不同程度地增加, 前者在

0.1~200、200~2500 t km−2 a−1范围内增幅分别为

71.59%、58.64%, 后者分别为6.83%、916.90%; 荒漠

草原在0.1~200 t km−2 a−1范围内面积增加, 在其他范围

内面积减少,减少幅度在2500~5000 t km−2 a−1范围内最

小, 其后随程度的增加而增大; 其他亚区不同程度的面

积均减少, 减少幅度均值介于20.32%~95.32%.
相对于2000~2015年, 2010~2015年不同程度风蚀加

剧的面积先减少后增加, 拐点为−2500~−200 t km−2 a−1;
风蚀减弱情形下 , 模数变化在0 . 1~200、5000~
8000 t km−2 a−1范围内的面积增加, 在其他范围内面积

减少. 与前述类似, 仍然不考虑风蚀模数变化大2500或
小于−2500 t km−2 a−1的情形. 对于风蚀加剧的情形, 典
型草原、晋北山地丘陵、大兴安岭南部、燕山丘陵的

面积均不同程度减小, 典型草原的减幅随加剧程度的

增大而减少, 其他3个亚区相反; 河套平原、农牧交错

带风蚀模数变化在−200~−0.1 t km−2 a−1范围内的面积

增加, 在−2500~−200 t km−2 a−1范围内的面积减少, 荒

漠草原则刚好相反; 4个沙漠(地)的面积不同程度均增

加, 其中科尔沁沙地随加剧程度的增大, 对应的面积减

少, 其他3个沙漠(地)相反. 对于风蚀减弱的情形, 农牧

交错带、库布齐沙漠、毛乌素沙地不同程度的面积均

减少, 前2个亚区减幅随程度的增大而减少, 毛乌素沙

地相反; 浑善达克沙地、科尔沁沙地风蚀模数变化在

0.1~200 t km−2 a−1范围内面积增加, 在200~2500 t km−2 a−1

范围内的面积减少, 典型草原则刚好相反; 荒漠草原风

蚀模数变化在200~2500 t km−2 a−1以及大于8000 t km−2 a−1

情形下的面积减少, 反之面积增加, 风蚀模数变化在大

于15000 t km−2 a−1范围内的减幅最大(98.24%); 其余亚

区的面积不同程度均减少 , 减少幅度介于3.16%~
57.84%.

3 结论

基于当年风蚀因子、气候因子不变但土地利用发

生变化、土地利用不变但气候因子发生变化(2000~
2015年)情形下京津风沙源风蚀计算结果, 得到如下

结论.
(1) 2000、2005、2010、2015年京津风沙源风蚀

模数波动减小 , 风蚀模数和变率分别为1524.95~
2237.67 t km−2 a−1

、−16.35%~22.75%. 风蚀模数从西

北向东南逐渐降低, 沙漠(地)高于周边地区, 而且随着

治理工程的推进, 风蚀模数的空间分布发生了明显的

变化. 荒漠草原最大, 约为京津风沙源的2.67~2.98倍;
河套平原、浑善达克沙地次之, 与京津风沙源大致相

当; 其他亚区平均为京津风沙源的42.69%, 而且它们的

排序年际变化明显.
(2) 2000、2005、2010、2015年京津风沙源风蚀

面积和变率分别为38.58~46.45万km2
、−9.35%~9.14%,

轻度、中度侵蚀风蚀面积占比为91.56%. 西北部风蚀

面积大、占比高, 中部次之, 东南部最小. 荒漠草原风

蚀面积占比最大(25.88%), 大兴安岭南部最小(3.18%),
4个沙漠(地)为33.36%. 剧烈、极强烈侵蚀集中在荒漠

草原与河套平原西部, 强烈侵蚀主要分布在库布齐沙

漠、浑善达克沙地, 中度、轻度侵蚀涉及每个亚区.
2000~2005、2005~2010、2010~2015年各亚区风蚀面

积和强度变化存在明显的不同.
(3) 气候变化、土地利用变化对京津风沙源风蚀

具有重要的影响. 气候变化导致风蚀模数和面积的变

率与当年对应的变率相当, 大于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
但是均远低于风蚀模数变化大于200 t km−2 a−1的面积

占比. 无论是气候变化, 还是土地利用变化, 风蚀模数

变化大于0.1 t km−2 a−1的面积中加剧/减弱的面积以及

不同强度加剧 /减弱的面积在2000~2005、2005~
2010、2010~2015年各亚区呈现显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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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for “京津风沙源土壤风蚀时空格局及其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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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st emissions due to soil wind erosion and its transport are the most important natural sources of inhalable particulate
matter in the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of sandstorm sources and the regions where sandstorms occur. To control the impact
of dust emissions caused by soil wind erosion on the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in the Beijing-Tianjin resourc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mplemented a strategic significance ecological governance project in the Beijing-Tianjin sandstorm sourc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However, there is still much controversy about soil wind erosion in the Beijing-Tianjin
sandstorm sources and the resulting dust emissions. Based on field surveys, laboratory tests, remote sensing images and
meteorological data, this paper calculated soil wind erosion in the Beijing-Tianjin sandstorm sources under three
conditions, including the typical years of 2000, 2005, 2010, and 2015, land-use change conditions (land use in 2000, 2005,
2010, and 2015 but other factors with 2015), and climate change conditions (land use in 2015 but other factors with 2000,
2005, 2010, and 2015), by using the specified soil wind erosion model in the National Plan for Dynamic Monitoring of Soil
andWater Loss from 2018 to 2022 and the Technical Regulations for DynamicMonitoring of Regional Soil andWater Loss
(Trial Version). In 2000, 2005, 2010, and 2015, the fluctuation in wind erosion modulus in the Beijing-Tianjin sandstorm
sources decreased. Wind erosion modulus gradually decreased from northwest to southeast, and the value in desert or sandy
land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surrounding areas.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governance projects in the Beijing-Tianjin
sandstorm sources, the distribution of wind erosion modulus changed significantly. Wind erosion modulus in the desert
steppe was the largest and was approximately 2.67–2.98 times that of the Beijing-Tianjin sandstorm sources. Wind erosion
modulus in the Hetao Plain and Hunshandake Sandy Land, were roughly the same as that in the Beijing-Tianjin sandstorm
sources. Wind erosion modulus in other subregions was 42.69% of that in the Beijing-Tianjin sandstorm sources. Wind
erosion area and variability in the above years in the Beijing-Tianjin sandstorm sources were 385800–464500 km2 and
−9.35%–9.14%, respectively. The area of mild and moderate wind erosion accounted for 91.56%. Overall, wind erosion
area in the northwestern Beijing-Tianjin sandstorm sources was large, and its area proportion was high, followed by that in
the middle area, and the southeast area had the smallest area. The wind erosion area in desert steppe accounted for the
largest proportion, with a value of 25.88%, and that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Greater Khingan Mountains was only 3.18%.
Intense and extremely intense soil wind erosion was concentrated in the desert steppe and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Hetao
Plain. Intense soil wind erosion wa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Kubuqi Desert and Hunshandake Sandy Land. Moderate and
mild erosion involved each subregion in the Beijing-Tianjin sandstorm sources. There we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
changes in the wind erosion area and intensity in each subregion during 2000–2005, 2005–2010, and 2010–2015. Climate
change and land-use change had important impacts on soil wind erosion in the Beijing-Tianjin sandstorm sources. The
variability of the wind erosion modulus and the area affected by climate change was equivalent to the corresponding
variability of the year but greater than the influence of land-use change. In addition, the area of wind erosion under land-use
change generally decreased, especially from 2010 to 2015, which had a decrease of 4.10%, indicating that the Beijing-
Tianjin sandstorm source control projec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These results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evaluation
of the benefits of the Beijing-Tianjin sandstorm source control project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its l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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